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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何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在外交上呈現出對西方抗衡，在經濟

上則重新擁抱社會主義與強化國有制的政策？本文比較中共與蘇共的

政治發展，提出政治集權─分權的循環模式，認為共黨體制意識形態

的爭鬥，使得黨內可能出現保守或改革的政策之爭。當保守路線成為

主流時，政權容易走向統制經濟與偏離國際建制的路線。這些政策，

需要最高領導人強化集權來貫徹之。惟一旦上述政策導致國力與經濟

衰退，則又必須要偏離統制經濟與走向國際建制來進行相關改革，在

這個階段，領導人通常會以政治分權的方式來進行。習近平與布里茲

涅夫時期類似，都處於政治集權的階段。本文希望從共黨體制的特性

來提出結構性解釋，說明為何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會走向「再毛化」

路徑。

關鍵詞：比較共產主義、政治集權、統制經濟、國際建制、威權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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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2 年習近平擔任總書記，隨即提出「中國夢」的願景，並且
強調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展現自身制度的優越性。習近平

透過制度的建立來進行集權，強化其在政治上的權威（Tsai & Wang, 
2024: 27-45）。習時期的中國，除了對於國內採取高壓的統治政
策，在外交上也呈現出強勢的作為，與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發生

衝突，並且對臺灣立場也日漸強硬。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

速度趨緩、國有企業改革有限、地方政府債務大幅上升等現象，都是

習近平時期重要的經濟挑戰。

如何解釋習近平時期中國走向集權與發展上的停滯？習近平個

人崇尚社會主義與毛澤東路線，是文獻的重要觀點之一（Torigian, 
2018: 7-15; Lee, 2018: 473-497）。當然，這種個人因素的解釋，確
實可以生動地掌握住習近平的個性或生涯經驗，對於他在執政風格

上的影響。但本文希望能就政治體制或結構等因素提出另一種觀點，

作為補充。我們認為，現今習近平的集權現象，很可能是共黨政權

發展階段中的一種過程。簡言之，共黨體制因為意識形態與信念等

因素，使得其政權常常出現保守與改革政策之爭。一旦保守路線成為

主流，共黨政權的最高領導人往往走向政治集權，而相關政策則包括

偏向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與偏離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在改革路線成為主軸時，最高領導人往往採取分權的做
法，而偏離統制經濟與走向國際建制。換言之，共黨政權走向集權─

分權的收放循環，也是我們所稱的政治結構因素，可以用來說明現今

習近平時代，中國正走向政治集權的階段。

無獨有偶，蘇聯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可以用來與中國作比對的案

例。蘇共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 1922 年至 1952 年間，
進行長達 30 年的政治集權與恐怖統治。繼任者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 1953 年開始逐步進行政經改革與緩和對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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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被世人稱為「赫魯雪夫解凍」（Xрущёвская óттепель ; 
Khrushchev Thaw）。然而 1964 年，蘇聯軍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莫斯科發動政變，取代赫魯雪夫的執政地位，在長達
18年的主政期間（1964-1982），蘇聯在計畫經濟下成長幅度下降、
政治改革停滯、領導高層老齡化，政治學界稱之為布里茲涅夫的「停

滯時期」（Период застоя; Period of Stagnation）（陸南泉，2001：
64-73）。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執政後所提出的「新思維」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New Thinking），又將蘇共體制再度導向分權
的階段，對內實施政經改革，對外則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當然，

歷史的發展過程可能更為複雜，我們很難說赫魯雪夫或布里茲涅夫時

期的蘇聯政治，一定是趨向於分權或集權。更合理的說法是，即便在

赫魯雪夫或布里茲涅夫時期的政治發展，也呈現出集權和分權程度的

改變。我們將在第貳部分的圖 1來作討論。
蘇聯的路線與經驗，無論成功或失敗，常被中國視為是重要的參

考範例。布里茲涅夫的「停滯時期」一詞，在鄧小平主政時期，已經

在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引起熱烈討論，當時學者多數認為中國共產黨應

該記取蘇聯改革停滯、進而走向崩潰解體的教訓，繼續深化經濟改革

（Li, 2018: 163-199）。但時至今日，中國的政經與外交政策，似乎
與布里茲涅夫時期若合符節。本文所指的「停滯時期」，指的是經濟

政策走向統制經濟，以及外交政策偏離以西方為主的國際建制。本文

認為蘇共與中共在政治發展的階段，都呈現出政治集權─分權的收放

循環，此將在之後的內容清楚提出本文的觀點，並解釋為何共黨體制

會出現這種現象，並預期習近平與後習近平的政治發展，可能朝向什

麼樣的腳本（scenario）來變遷。
此外，本文希望進一步發展和修正比較共黨的理論。學界普遍認

為隨著國家發展的需要，共黨政權的烏托邦色彩會逐漸削弱，取之而

來的是現代化的路線（Jowitt, 1975: 69-96）。但本文認為以蘇共和
中共的個案來看，上述觀點可能是一個過於樂觀的期待。確實，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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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在一定時期確實會進行政經改革與外交的「低盪」（Détente）。
但從政治集權─分權的模型而言，共黨政權可能在下一個階段又重新

回到集權與外交對抗的路線，正如現今習近平的中國。換言之，共黨

政權的發展階段，恐怕不是烏托邦走向現代化的線性模式，而更可能

呈現出集權─分權的收放循環。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貳部分針對目前比較共產主義理論及威權統

治文獻進行梳理，進而聚焦於集權─分權模型，對於中、蘇政治發展

提出分析架構；第參部分提出權力收放循環的過程與機制；第肆部分

與第伍部分分別討論中國的三次權力收放循環的歷史；最後，本文對

於習近平為何走向「再毛化」，1提出更為結構性的解釋，來補充文獻

的不足。

貳、共黨體制的集權─分權模型：中蘇政治發展

中共政治發展的軌跡與前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除了比較威權等

文獻的討論，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喚回比較共產主義的呼聲。例如吳玉

山認為，相較於威權體制的特徵，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更接近列寧式

黨國體制，因此比較共黨主義的分析框架，是處於中國區域研究與比

較威權研究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meso-level）研究路徑（吳玉山，
2021：1-31）。確實，中共自 1921年建黨後，效仿蘇聯體制來建立
黨組織。在 1949年建國之後，大量學習蘇聯的各種制度，直至 1950
年代末（Bernstein & Li, 2010: 1-24）。兩國的制度或地理條件，有
極大的可比較性，易言之，蘇共的發展路徑與軌跡，很適合吾人用來

1.	本文所指的「再毛化」，主要是指政治走向集權，而經濟偏向「國進民

退」的類型。習近平的治理型態雖然有毛澤東時期的色彩，但毛與習時

期還是有所不同。例如在習時期，中國已經難以完全走向毛時期的國有

經濟，社會治理並不趨向毛澤東主張的反智主義，以及外交戰略上無法

再走向不計成本的革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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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甚至預測中共未來的政治走向。2此外，中國與蘇聯相似的另一個

特徵，是其廣土眾民的地理條件，使其更有潛力與美國抗衡。因此，

本文於此部分以中、蘇為個案進行討論。3

共黨體制的核心，在於黨組織對國家與社會的全面控管。黨組織

的運作基礎，是所謂「民主集中制」。但由上制下的集中制，卻成為

了共黨體制政治運作的主要特徵（Kornai, 1992: 34-35），而斲喪「民
主」的意涵。各級領導機構中，以黨中央，也就是政治局與其常委會

為最重要領導機構。政治局排名第一的幹部往往被視為是最高領導

人，他們通常擔任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或「主席」等職務。4但

是，由於共黨體制欠缺實質的監督與制衡機制，這使得有政治野心的

最高領導人往往可以破壞共識或制度，而造成個人獨裁的現象，例如

現任總書記習近平就是典型的例子（Fewsmith, 2021: 265-282）。
從蘇共與中共的發展軌跡來看，權力集中或分散似乎呈現出一

個有規則的循環。此處所指的權力集中，主要是共黨的最高領黨人

集權於一身，而沒有意願與其他高級幹部進行權力的分享（power 
sharing）。在此，借用比較威權學者斯沃利克（Milan W. Svolik）的
觀點，他認為權力分享的問題，是獨裁者在面對政權存續上的一個

挑戰。為了拉攏其他幹部的支持，獨裁者必須對他們分享權力，但這

2.	寇健文以最高領導人主要權力來源改變，對於中共和蘇共高層政治的演

變進行分析。他認為中共在鄧小平到胡錦濤時期出現了政治堆積的情

形，蘇共則逐漸呈現出制度耗散的現象（寇健文，2007：93-141）。
3.	在國際政治體系下，中小型社會主義國家即便進入政治高度集權的階

段，也未必選擇與西方國家對立的外交方針，其對外政策仍可能保持務

實與彈性。

4.	在具體的運作上，掌握軍事領導權力往往才是共黨體制的真正最高領導

人。一般情形，總書記會兼任中央軍委主席，但也有例外。例如 1980年
代的中國，軍委主席是鄧小平，因此他被視為最高領導人，而同時期的

總書記，包括胡耀邦與趙紫陽，並不算是真正意義下的最高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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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做法的後果卻可能威脅到獨裁者的執政地位（Svolik, 2012: 2），
形成了一種獨裁者困境（dictator’s dilemma）（Wintrobe, 1988: 20-
40），也就是最高領導人可能會在集權與分權當中，進行收放的循環。

從中共與蘇共的歷史發展，其政治權力之集權─分權的循環，有

其相似性（請見圖 1）。在蘇聯與中共體制中，都強調「集體領導」
和「黨內民主」的重要性。當然，這兩個組織原則不一定都恆常地落

實，但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如果官方媒體提到上述兩個概念的次數增

加，則意味權力分散的程度也增加，反之亦然。

圖 1 在蘇聯的數據上，主要是來源於東景資訊服務（East View 
Information Service）資料庫，此資料庫包括「真理報數位檔案館」
（Pravda Digital Archive），筆者對於 1950 年至 1991 年的《真
理報》（Пра́вда; Pravda）進行了分析，查找了 15,282 份《真理
報》。由於此資料庫的介面不提供線上搜尋關鍵字的功能，為了尋

找關鍵字，筆者先下載數位檔案，再以關鍵字的方式在該檔案來查

找，包括「集體領導」（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及「黨內民
主」（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都是透過這個方法在《真
理報》中蒐集其出現次數。由於俄文的語文概念和中文不盡相同，

因此除了集體領導與黨內民主，筆者還搜尋相近意思的概念，諸如

「領導的集體性」（коллективнос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а）、「領導裡的集
體性」（коллективность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及「黨內生活的民主性」
（демократичность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й жизни）。至於中國大陸的資
料取得則較為簡易，係透過人民網電子版的關鍵字介面搜尋，取得

「集體領導」與「黨內民主」在文章所出現的數量。上述相關數據，

請見文末的附錄一與附錄二。

又就圖 1 曲線反映觀測資料的趨勢來看，曲線呈現虛線，代
表關鍵字的數量增加，意味著分權程度增高；若曲線為實線，則代

表關鍵字的數量減少，政治權力有走向集中的趨勢。圖 1 的曲線是
透過局部散點平滑估計（Locally Estima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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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SS）計算出對於觀測值之間的關係，不同於普通的迴歸分析以
全部觀測資料計算迴歸線，局部散點平滑估計採用局部多項式迴歸

（Lo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將資料分成數個小區間，並在每
個區間內對於每個觀測值加權後，再進行最小平方法的計算（Gijbels 
& Prosdocimi, 2010: 590-599）。如此計算出的迴歸線可更加貼近觀
測資料，其結果可以檢視觀測資料的關係。本文是使用 R 程式語言
ggplot2 的 geom_smooth 功能來繪製該圖的曲線（Cleveland et al., 
2017: 309-376）。

圖 1　政治集權─分權循環的模式

從圖 1可以看到，赫魯雪夫在 1953年執政後，為了解決史達林
時期的政治集權，開啟分權政策。在 1953年之後，「解凍」的現象
開始出現。赫魯雪夫接班後，他對於史達林時期的政治集權現象提出

批評。在 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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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果」的祕密報告，提出要反對於個人迷信與個人專斷的現象，甚

至在 1961年，希望將蘇共建立成一個「全民黨」。相較於傳統的列
寧式政黨，全民黨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基本完成，蘇共的特徵不再

是反映階級性與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必須作為以全民為基礎的政黨。

赫魯雪夫在 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將「集體領導制」寫入黨章，
並明定之後的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主席團會議，都要如期召開。

此外，重要幹部也出現了任期制度，廢除了蘇共建立以來所慣行的終

身制（許明，2002：191-198）。
在布里茲涅夫時期，蘇共的政治體制重新走向集權型態，蘇共

高層在布里茲涅夫時期進入到「停滯」的時代。布里茲涅夫以「穩定

幹部政策」的名義，終止了幹部任期制的實施。在經濟發展上，重新

回到史達林時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經濟的舊路（鄭易平，2016：257-
258），並在外交上與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激烈爭鬥。在布里茲涅夫過
世之後，5蘇聯政治又走向分權的路徑。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維」的執

政路線，引進一些西方民主與經濟體制，例如，戈巴契夫強調提拔

新人的重要性，在 1985年的蘇共二十七大上，重要幹部作了大規模
的改選，許多年輕幹部進入到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但過於「激烈」

的體制改革，似乎也弱化了蘇共的政治穩定性（丁篤本，1999：258-
274）。最後，蘇聯在 1991年走向解體。

中共的發展歷程與蘇聯相比較，有其類似性。由圖 1 可見，中
共在 1950 年至 1956 年間是趨向於分權，在這之後，由於反右與大
躍進等政策開始逐步集權，一直到文革中期。1970 年左右，中共中
央呈現出四人幫與周恩來的權力平衡現象，因此又開始走向分權的

5.	蘇聯在 1982年至 1985年間還有兩位最高領導人，包括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與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但這兩位的任職時間
不長，比較像是一個政治過渡的時期，宛如中國的華國鋒，因此上述領

導人並未在圖 1予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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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文革之後，中共開始了改革開放路線，6但「集權─分權」的循

環現象仍然不變。集權的做法在 1983年之後又重新復辟，包括 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與 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讓中共又
開始走向意識形態治國。1989 年的六四事件，可以視為是民眾與幹
部對於這種左傾路線的一種抗爭。在鄧小平於 1992年南巡後，中共
重新走向分權的路徑，延續到胡溫時期。而習近平於 2012年末之後
執政，基本上將收權的現象繼續強化，延續迄今。自習近平上臺後，

許多學者觀察到中國改革路線的終止（Minzner, 2018: 17-36）。其
政治集權化的情形又重新出現，吳玉山將這個現象稱之為「再毛化」

（吳玉山，2023：4）。
本文在圖 1希望呈現出蘇共與中共確實都出現了政治集權與分權

的循環，而如何解釋列寧體制國家有這種收放的權力循環，本文認為

這與其政權本質及其所引領的外交和經濟發展路線有很大的關係，相

關論點將於下一部分闡述。

參、過程追蹤與機制

一、過程追蹤：權力型態、經濟與外交

如何解釋圖 1 的政治權力收放循環？其過程追蹤（p r o c e s s 
tracing）與機制為何？首先，我們要指出許多學者發現共黨體制出現
某項政經權力的收放循環。例如，吳玉山從派系政治的角度，分析

1980 年代的中國經濟投資量的循環，他認為這個現象與市場改革派
和官僚改革派的政策鬥爭有關（吳玉山，1996：51-95）。陶儀芬則
認為，中國政府的投資量會在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增加，呈現出類似

像是西方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PBC）（陶

6.	在中共政治的討論中，華國鋒雖然在文革之後短暫執政（1976-1981），
但他的權力基礎並不穩定。華國鋒時期更常被認為是一個從毛時期到鄧

時期的過渡階段。因此，本文並不對華的執政歷史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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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芬，2007：177-210）。政治集權與分權，可能會影響到經濟與外
交的運作，本文將過程追蹤的梗概整理於圖 2。

圖 2　中共體制的集權─分權與過程追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說　　明：該圖的數字代表時序性的過程順序，將在內文作詳細說明。

從圖 2可以看到，政治的集權或分權所導致的結果，將影響經濟
與外交的運作。本文提出兩個概念進行分析，分別是統制經濟與國際

建制，認為中共在政治分權的狀況，將導致政權偏離統制經濟及外交

走向國際建制；在政治集權的情境下，則會讓政權走向統制經濟及外

交偏離國際建制。

首先說明上述兩個概念的定義，統制經濟指的是國家對於市場的

監管與控制，蘇聯、中國、東歐各國在冷戰初期，皆採取了統制經濟

的制度，由政府掌握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與產業結構的控制權。此外，

國家能夠針對國內資源分配、生產體系、產品消費事先進行集中規

劃，但這種經濟模式忽視市場機制。在共黨國家，經濟路線的推動與

國內政治息息相關。吳玉山對中國、蘇聯、波蘭三國作出比較，分析

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如何影響經濟路線的制定（吳玉山，1996：

走向統制經濟、

偏離國際建制

偏離統制經濟、

走向國際建制

政治分權

政治集權

④ ①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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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蔣永清，2015）。
社會主義國家在統制經濟的理念，也影響了建國之後的政經路線

發展，這種思維限制了市場化與現代化的引進。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在 1980年代初期保守與改革派的爭執中，逐漸推動改革開放。
鄧小平是改革派的代表，他採取更多市場化的策略並推動產權改革，

以此促進經濟發展（Fewsmith, 1994: 87-122）。為了避免改革幅度
過大所帶來的風險，中國採取了「漸進式改革」路徑，逐步將統制

經濟進行改造，轉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吳玉山，2003：
1-30）。但事實上，中共黨內對於統制經濟成分多寡的爭論，一直持
續迄今。

另一個概念是國際建制，在本文的定義中，國際建制主要是指由

大國之間所建構的一套制度或理念，用於國際社會以達成各國間的合

作與利益最大化（Keohane, 2005: 49-84; Snidal, 1985: 579-614; 邱奕
宏，2021：127-184）。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指出，國際組織的成
立有助於國家之間的合作與政策協調，國際制度則提供國家成員彼此

溝通意見的平臺，同時也能夠將規範（norms）、法則（rules）、理
念（ideas）內化成為自身的行為準則（Krasner, 1983: 1-22; 袁易，
2018：62-75）。換言之，國際建制是國與國之間互動方式的展現，
包括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國際秩序等不同層次。其運作的基石，可

能是正式制度，也可能是理念或共識等非正式規範。

在我們定義何謂走向或偏離國際建制時，主要是指中國是否願意

遵守國際社會的相關規範或制度。近年來國際建制的重要理念是多邊

主義（multilateralism），這是主權國家參與國際或區域組織普遍接
受的行為準則，各國皆遵守開放、平等、對話的原則，以協調彼此的

關係（Ruggie, 1993: 3-48）。例如，中國於 1994年以東協協商夥伴
國的身分參與東協經濟論壇，是中國在冷戰結束後首次參與區域多邊

安全對話，此反映中國支持亞洲各國所建立的國際建制（Shambaugh, 
2005: 64-99）。但在本文當中，我們對國際建制的定義更傾向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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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建立的一套制度或共識。在此必須強調，中國

走向國際建制，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與其他國家沒有衝突或戰爭。比

較合宜的說法應該是，中國有意融入國際建制來與他國合作，但彼此

之間的矛盾仍然可能持續存在。

由圖 2呈現的過程追蹤，結合圖 1中共三次的政治權力分散與集
中循環，本文將相關的代表性歷史事件整理於表 1。中共的三次權力
分散與集中的週期，分別是 1950年至 1970年、1970年至 1992年及
1992 年迄今。在表 1 的部分，尚有列舉該時期重要的經濟與外交政
策。

表 1　中共高層集權與分權的循環

領導人 年分 重大的經濟與外交事件
過程

追蹤

集權／分

權的週期 

毛澤東

1950-1956
新民主主義建設﹔

一面倒、華沙會談管道
①→②

第一次

1956-1970 大躍進﹔三個世界 ③→④

1970-1982
文革後期的四三方案、改革開放﹔

低盪政策
①→②

第二次

鄧小平 1983-1992
反資產自由化運動﹔

不結盟的外交政策
③→④

1992-1997 南巡講話﹔江澤民訪美

①→②

第三次

江澤民 1997-2002 三個代表﹔美中的反恐合作

胡錦濤 2002-2012 
科學發展觀﹔

六方會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習近平 2012-2025
再毛化、*國進民退﹔**

美中抗爭、戰狼外交
③→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說　　明：1.  「*」習近平時期的再毛化，以政治集權最為明顯。習近平成立了諸多跨
系統的大型領導小組，並擔任組長，以便集中相關權力與資源來處理自己

所偏好的政策。此外，這種決策方式架空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以及國務

院的職能。特別是在習近平第一屆與第二屆任期上，其領導小組的決策模

式，使得李克強幾乎成為有名無實的國務院總理（黃信豪，2023：5-46）。
　　　　　2.  「**」中國政府扶植國有企業，給予更多貸款與補貼的優位待遇，進而擠壓

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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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制：意識形態與路線鬥爭

再來，本文將解釋為何會出現政治上的集權與分權的循環？其背

後的機制為何？簡言之，意識形態導致的派系鬥爭可能是一個可以觀

察的議題。在中共與前蘇聯的政治體制中，意識形態一直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它不僅提供了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也指引這兩個國家對

於國際秩序與經濟改革的走向（Schurmann, 2022: 17-57; Janos, 1996: 
1-24）。在共黨主義的理念中，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必須揚棄的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指出，只有不斷推進無產階級

專政，才能將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任劍濤，2012：13-29）。
共黨政權希望與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爭奪世界觀的控制權及話語權，

這是一般威權國家所沒有的現象。諸如南美許多政權在 1960年代所
建立的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雖由軍人、
專業官僚負責制定經濟政策（Linz, 2000: 49-64; O’Donnell, 2023: 
1-71），但這些威權國家在意識形態上並沒有與西方自由主義對抗的
理念，甚至可以與美國等西方大國長期和平相處。

在意識形態的研究上，近年來似乎有逐漸復甦的現象。政治學界

逐漸重視國家領導人世界觀（world view）的重要性，研究者藉由閱
讀領導人的書信往來、演講、官方文獻，能夠展現出理念（ideas）因
素如何形塑國家重大政策改革與外交行為（Legro, 2007: 515-534）。
傅若詩（Rosemary Foot）與金艾美（Amy King）認為習近平的世界
觀有三大特色：以國家為主導（state-led）的發展主義、國家主權平
等、整體國家安全（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這些因素，
為比較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主政時期的外交與經濟政策提供了具體的

背景知識（Foot & King, 2020: 210-227; Wang, 2019: 15-30）。藉由
理解習的世界觀，能夠對於中國大戰略與區域外交的走向有更精確的

認識。

意識形態對於國內政治而言，往往形成保守與改革路線的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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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進而導致政治集權或分權的循環。共黨意識形態與西方世界的不

容體現在經濟集體化和外交對抗，經濟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世界各國面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選擇。蘇聯實施了

高度集權的體制，由國家主導工業化的進程與農業集體化，動用國家

資源與西方世界進行全方位的對抗（Kornai, 1992: 33-60）；外交方
面則形成了以美蘇為主的冷戰集團。對於中國來說，保守與改革的路

線鬥爭，影響了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發展。舉例來說，中國在 1950年
至 1956年間，政治相對分權，經濟偏離統制經濟且外交走向以蘇聯
所建構的國際建制。當時正值美蘇兩大集團對抗時期，中國走向以

蘇聯為首的一邊倒政策。在 1956年之後，隨著保守政策的崛起，毛
澤東逐漸認為中國應該與美蘇之間保持距離，並提出「三個世界」

戰略理論，認為中國應該聯合亞非與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段春義，

2018）。
再以表 1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後冷戰時期，中國在 1992年之後

逐漸將改革路線再度推向議程。江澤民基本上承襲鄧小平的理念，並

認為世界局勢朝向「多極化」發展。江主政時期，中國積極加入國際

組織，在支持各式國際建制時，也提倡「多極化」的發展，增加自身

影響力（Jia, 2005: 395-407）。簡言之，中國在 1990年代到 2000年
初期，經歷了軍事現代化與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作為一個快速崛起

的區域強權，中國政府必須向西方國家與周邊國家清楚表明其是維護

區域秩序與世界和平的穩定力量（Zheng, 2005: 18-24）。在這段期
間，中國加速了市場化經濟的推展，也逐漸融入了國際建制，此與當

時中國所推動的改革路線有關。在這個氛圍下，中國的政治權力相對

分散，而集體協商的體制也有助於這些相對「開明」政策的實施。

中國內部的權力結構集中與分散的循環，係意識形態所導致的保

守與改革路線之鬥爭，而集權或分權的政治型態，則深刻影響經濟改

革與外交政策。表 1呈現的三次政治權力收放循環，其背後都與意識
形態有關。在習近平執政後，其勇於「鬥爭」的意識形態與毛澤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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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之處。毛採用大規模群眾動員方式，進行國內階級清洗並清除反

動右派人士；習則認為鬥爭是一種勇於面對挑戰、對於社會主義信念

奉獻的精神（Torigian, 2022: 307-338）。

肆、毛到胡時期的權力收放循環

一、第一次循環

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在經歷過與西方意識形態對立之後，

國家總體能力均有所削弱，因此在這段時期主政的領導人，皆會採取

改革開放與權力下放的政策（Mitter, 2024: 366-373）。1949年中共
建政時期，毛澤東採取開明態度，廣納國內各式政治與經濟想法與願

景，展現出第一次權力循環中分權的過程（圖 2①→②）。毛澤東在
經濟政策上偏離統制經濟，而推行「新民主主義」政策作為中國過渡

到社會主義之前的經濟指導方針（羅平漢，2020）。新民主主義的
經濟政策在於有限度地節制資本，政府只針對關係到國民生計的產業

加以管理而已（張神根，2022）。中共取得政權初期，在外交政策
上也採取開放溝通的態度，從 1958年開始到文革之前，中美雙方在
波蘭華沙舉行了多次大使級會談，成為兩國保持交往接觸的管道，且

過程中沒有展現過多意識形態與政治理念上的衝突（Goldstein, 2001: 
200-237）。

另一個影響是在中國傾向走向國際建制，特別是以蘇聯為首，在

1950年至 1956年之間所建構的體系與理念，是當代國際秩序的重要
元素，相對於和平時期，通常依靠霸權國家或一些區域強國共同維

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兩大陣營隨即開始冷戰對抗，當

時毛澤東對於國際局勢與中國戰略的看法，主要著眼於推動社會主義

的建設與鞏固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秦華，2011）。由於毛澤東的世
界觀帶有革命性質，因此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終將爆發，這種對於

戰爭即將到來的急迫感，讓中國共產黨認為亞洲秩序仍然動盪，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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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隨時準備再次和美國對抗（高朗，2006：53-94），因此在建國
之初的一段時間，中國以蘇聯為師，包括參與其建構的國際建制。

在大躍進時期，毛澤東開始強化政治集權。這時的過程追蹤，呈

現出圖 2③→④的階段。中共推行了更極端的統制經濟政策，導致全
國嚴重的大饑荒。經濟集體化政策的實行，同時加劇了共產黨內的派

系鬥爭，主張追求高速經濟成長的激進派與追求穩定的改革派之間持

續爭辯不休。直到文革後期，由改革派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掌握經濟

政策，才逐漸恢復生產效率（吳玉山，1996：51-54）。而在這段期
間，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戰略逐漸形成，他強調中國要擺脫對於美

蘇的依賴。中國對於以這些大國推動的國際建制持保留的態度，但我

們不能說中國在這段期間完全不參與任何國際活動或組織，而是在理

念上，對於融入國際建制抱持著保留的觀點。

二、第二次循環

第二次的權力收放循環在 1970年代開始展開。文革後期中共經
歷了第二次權力循環中分權的過程（圖 2 ①→②），在經歷過一連
串政治鬥爭與群眾運動後，中國內部民生凋敝、經濟實力大幅衰弱。

在 1970年代初期，中國在產業政策上作出重大轉變，開始向歐美國
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例如引進美國、德國的工業生產技術，

並且在化工、冶金、鋼鐵領域派出政府官員出國考察，通稱「四三方

案」（王駿，2020）。冷戰高峰時期，共產主義國家領導人為了要
更有效率地運用經濟與軍事資源，需要將政治權力集中，因此國有化

政策是合乎理性的政策選擇。然而在低盪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不再

如此劇烈，共產主義國家能夠逐漸進行經濟改革，並將政治權力逐漸

分散，允許農村改革與有限度的產權私有化（Chen, 1995: 97-130; 朱
蓓蕾，2000：79-111）。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政府自 1978年開始推行了一連串經濟開
放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政治權力趨向分散。舉例來說，中共高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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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員與文官任用上，採取「首長負責、分工辦事」的權力下放

運作方式（寇健文，2010：187-258）。對此，鄧在 1980 年的談話
就清楚指出，「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

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鄧小

平，1994：321）。
1978 年鄧小平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擱置了毛澤東時期階級

鬥爭與群眾革命的路線，並對於國際建制抱持開放的態度（楊勝群，

2019）。這項對外政策轉向，主要源自於鄧小平在國內推行改革開
放所驅動，為確保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取得具體的成果，共產黨的政治

體制也必須有所調整，然而這一切的制度轉型皆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

與區域秩序作為基礎（鄧小平，2009：164）。因此，他認為世界戰
爭爆發的可能性低，中國要積極維護和平並且把握這個戰略機遇，集

中國家資源投入經濟發展，以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長遠目標。

然而，1983年起至 1992年間，中共開始集權，過程追蹤呈現出
圖 2③→④的階段，中共內部就市場改革與西方資本主義影響掀起一
系列路線鬥爭（朱蓓蕾，2000：79-111）。鄧小平陸續在 1983年底
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嚴格審查有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傾向的

文藝作品與新聞報導（夏春濤，2014：23-29）。在 1986年，鄧主導
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採取嚴厲手段消除西方資本

主義的精神污染，並使用紀律的手段以維持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的體制（李強，2012）。共黨政權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
時，國內政治菁英要採取何種方式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國有化 v.s. 私
有化）（Shirk, 1993: 107-148; 李福鐘，2022：45-93），即「姓資」
或「姓社」兩種路線的選擇，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內開放派與保守派長

久的爭辯焦點。即便鄧小平在天安門學生運動之後堅持改革開放路

線，仍然面對黨內的質疑與挑戰（Chen, 1999: 447-467）。
在外交上，這段時期則似有偏離國際建制的現象。雖然 1980年

代初期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並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其外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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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需要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利現代化建設，但在 1983年至 1992
年間，鄧小平主政時期的外交路線，主要呈現以下三個方向：首先，

中共堅持「獨立自主」與「不結盟」的外交方針，強調不附和任何國

際同盟體系。這種強調自主、不結盟的立場，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建

制理念存在一定的距離；其次，在經濟政策上，鄧小平提出「自力更

生」的重要原則，主張中國的發展應以自身力量為基礎，而非依賴於

國際市場或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華思齊，2021）。隨著 1980年代
中蘇關係逐漸緩和，鄧小平進一步提出：「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與政治新秩序，兩者是要同時做，以相互適應」（高屹，2013）。
這一思維反映出中國對當時國際建制持保留的態度，並希望塑造有利

於自身利益的新規則。總體而言，儘管中國在 1983 年至 1992 年間
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但在外交政策上，仍展現出對以美國為主導之國

際建制的保留與偏離。

三、第三次循環

第三次權力收放循環，係從 1992 年開始迄今。在表 1 可見，
分權過程（圖 2①→②）開始於鄧小平在 1992年的南巡，一直到習
近平掌權為止。鄧在巡視深圳時發表重大談話，堅持推進中國改革

開放道路，提高人民生產力與生活福祉。鄧小平強調，中國要警惕

「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2009：375）。隨著江澤民
主席繼任，他也承襲了前者的路線。

1990 年代末期，江澤民在維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強
調政治局內部委員之間的協商機制（Dittmer, 2001: 53-67; 趙建民、
劉松福，2007：53-86）。因此，江主政期間，中國的內部政治與決
策過程逐漸展現出制度化的趨勢與發展。中國第三次權力循環中的分

權過程，分別展現在經貿與外交兩個面向。在經濟上，逐漸偏離統制

經濟。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念作為中國國家發展的方針：共產

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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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楊德山，2001）。這三項
概念落實於經濟政策上，著重於社會化與現代化的任務，將私營企業

主、個體戶、專業人員都吸納到共產黨內，消除資本家與工農階級之

間的對立，推廣全民生活福利（傅岳邦，2003：7-30）。由此可知，
古典共產主義所強調的統制經濟，在鄧小平南巡至江澤民時期，並沒

有在中國真正地實踐，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融入。

而江澤民時期的中國外交，也逐漸偏向國際建制的體系。江在

1997年與 2002年兩次到美國訪問，與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會後發
表了 1997年的《中美聯合聲明》，認同雙方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並
且致力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未註明）。

2001 年美國遭遇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對於全球地緣政治與美國
外交政策產生重大的轉變，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

民在打擊極端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上有共同的利益，兩國同時加強情

報分享與溝通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中美兩國在反恐上的合作

與聯繫，降低了兩國在意識形態的對抗。此外，中國於 2001年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進出口貿易量也大幅提升，中國逐漸融入國際建

制，特別是世界經貿體系（朱新民、譚偉恩，2005：1-48）。
2002 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延續集體領導與

協商的政治體制，因此胡主政初期延續黨內法規的各項職權，第三次

週期中的權力分散也持續到胡錦濤主政期間。在經濟上，偏離統制經

濟的路線持續進行，根據《人民日報》相關報導，胡錦濤在 2003年
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堅持所謂「以人為本」，為中國未來創

造平等、永續的發展。這項理念落實於對外經貿政策上，著重於提高

中國對外開放的水準，充分利用國內與國外市場，吸引更多外國資本

與技術提升國內產業結構，並且同時賦予中國企業境外經營管理上更

大的自主權。

在外交政策方面，胡錦濤時期的中國繼續偏向國際建制體系。胡

重申中國必須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試圖消除亞洲周邊國家與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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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Medeiros, 2009: 250-256）。同時，中
國政府在 2000年初回應美國期望，展現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姿態，
參與國際事務（Hoo, 2018: 95-129）。中國政府在 2003年積極促成
由中國、北韓、日本、南韓、俄羅斯六國共同參與的「六方會談」，

解決朝鮮半島核子武器擴散與核試驗的問題（楊國強，2005）。與
此同時，胡錦濤在 2009 年開始與美國定期展開「中美經濟戰略對
話」，雙方高層代表討論雙邊與全球的安全與經濟議題（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2013）。這一系列的外交與區域安全倡議，皆顯示出
中國共產黨在 2000年初期與美國的對抗趨緩，運用多邊談判的協商
手段，促成東北亞穩定的秩序。

伍、第三次循環週期下的習近平「新政」

意識形態在中共體制的影響力一直沒有真正消去，江澤民與胡錦

濤等科技官僚只是暫時冷卻意識形態的爭論。然而，保守派與改革派

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如何發展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

之間的平衡，始終存在著「姓資」或「姓社」的左右之爭（陳宜中，

2024：4-29）。這些意識形態上的辯論，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權
力收放的循環。胡錦濤主政末期，中國內部掀起了「社資」兩條不同

路線的辯論，在經歷了快速經濟發展之後，中國社會內部面臨了所得

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央與地方政府需要滿足人民在教育、醫療、住房

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胡錦濤，2010）。關於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的路
線鬥爭，促成胡錦濤在 2012年開始進一步收緊政治權力，強調中國
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對抗的本質，例如，胡在十八大

全國代表會議中指出，「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絕不

照搬西方制度模式」。

從表 1 可知，自習近平上任後，開始了第三次循環當中的集權
過程（圖 2 ③→④）。2013 年，習近平更進一步加強對於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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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護與言論自由的控制，對於中國社會發表了「七不講」政策，即

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

講、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

（Buckley, 2013）。在歷經江胡時期的分權後，保守政策重新成為中
共的主要執政路線，而習近平將政治權力集中於一身，建立了所謂

「習核心」的地位（Buckley, 2016）。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自身的地位提升到與毛澤東一般，並

且要求官員背誦學習這項社會主義理論。當然，這個「習近平現象」

的解釋，或許與習自身的個性或理念有關，但本文試圖提出另一個

觀點，即共黨政權的發展或許鑲嵌在歷史與結構的循環過程中，就像

圖 1所描繪的現象，中共與蘇共的發展路徑有高度的相似性。在歷經
改革開放約 30年的發展後，隨著中國國力上升，習近平似乎與布里
茲涅夫一樣，再度將中國的發展帶向統制經濟及外交上的偏離國際建

制，這也使得習時期的中國出現了類似布里茲涅夫的「停滯時期」。

首先，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在經濟政策上都有強化統制經濟的

色彩，然布里茲涅夫並沒有進行結構上的改革，而是力求穩定社會秩

序，改善既有計畫經濟的效率（Feygin, 2024: 49-71）；習近平的中
國則對於企業主進行了更多的政治管控。雖然中國的官方立場仍宣

稱歡迎跨國公司和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事業，但中共積極干預國內

市場與企業經營策略，堅持公有制在整體經濟發展中的地位（Davis, 
2013）。2022 年，中國政府接管了安邦集團的保險業務、接管了企
業家馬雲所經營的螞蟻金融服務事業，皆顯示了習近平主政時期並不

積極鼓勵國內公司的業務擴展或提供法規條例保障消費者，反而是扼

殺了私人企業創新的動力（Cai, 2022: 85-107）。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習近平則偏離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建

制，這使得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更為強硬的立場。習近平所推行

的大國外交與中華民族復興，促成了中國官員和發言人在公開場合

上的強勢激動發言，例如所謂「捍衛中國利益與尊嚴」；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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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也以「戰狼外交」一詞形容此現象（Wong & Deng, 2020; Gan, 
2022）。例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處理新
疆與香港問題的批評時，公開宣稱官員代表們要具有「戰鬥精神」

（Hille, 2020）。馬丁（Peter Martin）在他的專書中指出，戰狼外交
的對象是中國國內群眾，乃為激起人民愛國情懷與榮譽感。然而，近

年來這些強硬的言詞和在南海軍事擴張的活動，引起了亞洲與歐洲國

家人民對中國的反感。中國外交官的言行與黨中央主導的大外宣與意

識形態控制相關，在習近平所主導的強勢外交原則下，外交官員們也

需要積極表現出捍衛國家利益的立場（Martin, 2021: 366-373）。簡
言之，從 2013年開始，中國在對外政策上越趨侵略性，逐漸脫離鄧
小平主席時期「韜光養晦、不要稱霸」的理念，並且在國際事務上積

極地「有所作為」，展現出強國的風範，間接挑戰西方的國際建制。

新冠肺炎（COVID-19）流行期間是中國強勢外交的高峰期，外交部
發言人與駐外代表皆積極反駁 COVID-19 源自於中國本土，並強調
中國疫情治理模式優於西方各國。然而，此種強勢的外交風格近年來

已經逐漸趨緩（Jost, 2024）。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布里茲涅夫的蘇聯。1968 年，蘇聯鎮壓捷

克斯洛伐克的抗議活動並入侵該國；1979 年，蘇聯出兵阿富汗，但
是戰況膠著，俄軍陷入進退兩難困境（Hyland, 1979: 51）。在 1970
年代，蘇聯的戰略核武數量和美國保持相同水準，但是這樣長久的武

器競賽導致在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軍事預算大幅提升，成為當時世界

上軍事開支最大的國家（陸南泉，2001：64-73）。此時蘇聯的整體
經濟也經歷了重要轉變，冷戰高峰時期的軍事對抗大幅壓縮了基礎建

設預算，並導致經濟成長速度大幅下降。

對於習近平來說，無論是戰狼外交或經濟國有化等政策，都需要

集中政治權力來完成。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習時期成立了許多由習

主導的領導小組，負責重要議題的分析與決策，弱化了政治局常委們

的權力（黃信豪，2023：5-46）。雖然這項制度設計強化習個人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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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外交領域上的主導權，但是在經濟發展的軌跡上，卻陷入改革停

滯的困境。

陸、結論：重新檢視習近平的停滯時代

為何習近平會回到毛左的集權路線？為何習主政下的中國，在外

交上呈現出對西方抗衡，在經濟上則重新擁抱社會主義與強化國有制

的政策？許多文獻注意到習近平的個性與理念，並以「總加速師」來

稱之。當然，這個詞彙並不一定是指習近平加速中國的政經發展，而

更多的意涵是暗諷習近平的執政加速了中共政治體制的集權與經濟下

滑（盧永山，2024）。圖 1顯示，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一樣，幾乎都
取消前朝的改革，導致經濟發展的遲鈍及對外關係的緊張。布里茲涅

夫的「停滯時期」，似乎也出現在現今的中國。為了實踐在經濟上走

向統制經濟與偏離美國領導的國際建制，這兩位領導人都透過政治集

權的手段來貫徹。

所以，「習近平現象」真的只能以習的人格特質來解釋嗎？個

性是一個微觀的解釋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似乎不應該忽視政

治與歷史結構的宏觀條件，這或許可以稱之為結構因素。本文指出，

共黨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主義的不相容，使得共黨政權與西方國

家之間難以有效融合。這點和其他威權國家的特性有所不同，諸如南

美等地的威權政體，其雖然欠缺自由民主的體制，但這些國家與美國

等西方大國仍可以和平共存。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文同意吳玉山提

出的，「要喚回學界對於比較共黨研究的重視」（吳玉山，2021：
14）。

在結構因素的制約，本文認為習近平在 2012年之後的執政，可
能是第三次收放循環過程中的「收權」階段。在共黨中國的政治基因

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始終存在，無論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或 2001
年的「入世」，都僅是策略性地防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治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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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這些思維仍存在於中共體制與領導人的思想。事實上，這 30
年的改革開放，左右之爭與「姓資」或「姓社」的質疑一直存在於中

共黨人內部。習近平的毛左路線，似乎不應該僅將之解釋為受到習人

格特質的影響，實則，它有更為宏觀且深遠的結構背景與歷史因素。

即便非習近平主政，現今的中國發展路線是否就一定不會走向「再毛

化」，這或許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一個更有趣的討論是後習時期的政治發展。以蘇聯為例，在歷

經布里茲涅夫停滯時期後，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維」路線。戈巴契

夫重新走向開放政策與政治分權，並進行了一連串改革，推行黨內

民主化，改變一黨專政的體制。這一系列的做法也促成東歐國家脫

離蘇聯體制，蘇聯共產黨解體，並在 1991年結束冷戰對峙（蒙克，
2019）。後習時期的中國是否會出現類似戈巴契夫的人物？中國是
否會走向第四階段來重新擁抱改革與外交低盪政策？而中國在第三次

權力收放循環之後，又是否會像蘇聯一樣最終走向消亡？本文試圖對

於共黨政權的政經發展提出規律性解釋，但社會現象的繁複性是否如

我們的論點與觀察，則需要學界進一步探討。

 收件：2025年 2 月 12日
 修正：2025年 9 月 4 日
 採用：2025年 9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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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真理報》的相關數據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1950 13 2 15 1971 25 22 47

1951 2 0 2 1972 10 10 20

1952 51 4 55 1973 11 7 18

1953 23 33 56 1974 6 7 13

1954 7 20 27 1975 12 7 19

1955 10 17 27 1976 18 30 48

1956 51 93 144 1977 10 9 19

1957 17 35 52 1978 15 6 21

1958 10 15 25 1979 13 7 20

1959 15 25 40 1980 8 6 14

1960 6 8 14 1981 10 10 20

1961 57 83 140 1982 1 12 13

1962 8 16 24 1983 19 9 28

1963 3 20 23 1984 11 10 21

1964 10 31 41 1985 23 12 35

1965 13 30 43 1986 16 16 32

1966 52 39 91 1987 23 8 31

1967 18 14 32 1988 50 11 61

1968 23 8 31 1989 68 22 90

1969 17 14 31 1990 93 12 105

1970 17 10 27 1991 11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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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民日報》的相關數據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1950 26 26 52 1988 32 19 51

1951 8 16 24 1989 26 37 63

1952 29 13 42 1990 20 26 46

1953 30 48 78 1991 19 28 47

1954 44 125 169 1992 15 29 44

1955 17 65 82 1993 10 25 35

1956 62 158 220 1994 15 34 49

1957 32 113 145 1995 18 28 46

1958 5 49 54 1996 15 27 42

1959 17 53 70 1997 27 36 63

1960 3 63 66 1998 19 34 53

1961 28 38 66 1999 23 48 71

1962 6 22 28 2000 17 39 56

1963 5 27 32 2001 51 63 114

1964 7 40 47 2002 61 62 123

1965 8 21 29 2003 43 52 95

1966 7 36 43 2004 109 47 156

1967 6 18 24 2005 82 25 107

1968 4 22 26 2006 92 30 122

1969 4 63 67 2007 99 48 147

1970 2 19 21 2008 80 28 108

1971 11 75 86 2009 107 2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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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1972 3 53 56 2010 105 21 126

1973 8 45 53 2011 82 31 113

1974 2 17 19 2012 155 39 194

1975 2 19 21 2013 56 20 76

1976 2 7 9 2014 43 30 73

1977 32 31 63 2015 20 33 53

1978 45 33 78 2016 60 52 112

1979 68 63 131 2017 63 15 78

1980 58 89 147 2018 16 13 29

1981 37 65 102 2019 17 27 44

1982 30 61 91 2020 19 12 31

1983 24 49 73 2021 28 12 40

1984 14 29 43 2022 32 11 43

1985 14 23 37 2023 8 6 14

1986 17 27 44 2024 6 2 8

1987 46 4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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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Xi’s leadership, why has China taken a confrontational 
stance toward the West in foreign affairs, while simultaneously 
adopting socialist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mot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ith that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it proposes a cyclical model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within communist regimes. It argues that ideological 
struggles inherent to communist systems create constant tensions 
between conservative and reformis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When 
the conservative line prevails, the party tends to pursue a command 
economy and distance itself from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 implement 
such policies, top leaders often consolidate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when these policies lead to a decline in national capabilities or 
economic stagnation, political reform becomes necessary. In such 
phases, leaders tend to adopt decentralization policies and re-engage 
with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 stimulate more reforms. Xi’s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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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y resembles that of the Brezhnev era, characterized by a 
phase of strong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This work offers a structural 
explanation groun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mmunist regimes to 
account for China’s turn toward “re-Maoization” under Xi’s leadership.

Keywords:  Comparative Communism, Power Centralization, Command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gimes, Author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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